
君特•格拉斯、布林迪厄對談：“進步的”復辟 

2015-12-26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近代文學研究” 

 

 

   德國小說家與法國社會學家就新自由主義把政治倒退成功地變成社會進步

的標準，以及就啟蒙運動在歐盟中這兩大文化的命運交流意見。 

  皮埃爾·布林迪厄(1930-2002 年)的逝世，使世界失去最著名的社會學家，

使歐洲左派失去過去十年來最激情和權威的聲音。終其一生，其著作的主題都

是不平等--他的作品可以被視為對不平等的各種形式以及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的一次長期研究。在政治上，布林迪厄總是站在左派一邊。由於厭倦了密特朗

執政期間社會黨政權的經驗，他的作品在 20 世紀 90 年代愈見激進。1993 年，

他在《世界的貧困》中對法國社會主義所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給人類造成的後

果做出嚴重指控，這是態度轉變的標誌。他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干預組織"有理由

行動"的始創者、"左派的左派"的鼓動者、主張形成一場歐洲社會運動的宣導者，

他在最後幾年對法國傳媒的腐敗和法國知識界的墨守成規做出一連串猛烈的抨

擊，並招惹法國知識界的仇恨。 



  當代聯邦德國重要作家君特·格拉斯曾從事過各種職業，先當農業工人，學

習過石雕和造型藝術，後成為職業作家、雕刻家和版畫家。他是"四七"社成員，

政治上支援社會民主黨，主張改良。在 1970 年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時，曾積極

投入支援勃蘭特競選的活動。他的政治態度和作品中過多的色情內容曾在國內

外引起過不少批評。1959 年問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使他獲得世界聲譽。除了

《鐵皮鼓》之外，格拉斯還以他兒時曾經生活過的波蘭格但斯克為背景寫出了

《貓與狗》、《狗年月》以及《比目魚》等小說，以此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個首先被

希特勒點燃二戰戰火的地方。格拉斯的作品語言之新穎，想像之豐富，手法之

獨特使他在當代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 

  下麵是布林迪厄在 1999 年與格拉斯的對談，這次對談讓我們對布林迪厄在

政治上的不妥協有所瞭解。在這個被認為已不可能再出現左拉和薩特的年代，

他成為他們的傳人。 

  格拉斯：一個社會學家和一個作家坐在一起討論問題，這在德國很不尋常。

在德國，哲學家坐在一個角落，社會學家坐在另一個角落，作家則在後房爭吵。

我們這樣的交流是少有的。然而，當我想到你那本《世界的貧困》，或我的近作

《我的世紀》，我看到我們的著作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從低處講故事。我們不

站在人們的頭上或從勝利者的立場講話;我們在各自專業的裡以站在失敗者一邊

而聞名，站在那些被排斥者或社會邊緣者的一邊。 

  在《世界的貧困》中，你和你的合著者們壓抑了你們自己的個性，把焦點集

中於理解，而不是高人一等的知識這個概念--一種有關法國社會情況的觀點，

它肯定也適用於其他國家。作為一個作家，我真想用你們的故事當原材料--例

如，對於"長壽花街"的描寫，在那條街，通常第三代的金屬工人現在都失了業，



被排斥在社會以外。在對工作場所的描寫中，社會問題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

必訴諸口號。我非常喜歡。我真希望我國有像這樣一本關於社會關係的書。事

實上，每個國家都應有一本。也許應有一整個圖書館，收藏各種對政治失敗後

果的詳盡研究--如今政治已完全被經濟取代了。我心中惟一的問題也許與一般

的社會學訓練有關：這類書籍裡沒有幽默。在我的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

失敗的喜劇在這裡沒有--荒誕產生於某些對抗。為什麼這樣? 

  布林迪厄：從那些有親身體會的人那裡直接記錄這些經驗，本身已令人難

以抑制，保持距離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們覺得有義務從書中略去若干記述，

因為它們太慘了，充滿悲傷或痛苦。 

  格拉斯：當我說幽默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悲劇和喜劇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兩者的界線是流動的。 

  布林迪厄：我們想讓讀者在一種原始的、未加修飾的形式中看到這種荒誕。

我們對自己提出一個指示--避免文學性。你也許會覺得震驚，但是面對這樣一

些戲劇性的場面，總有一種想寫得出色的誘惑。梗概盡可能寫得無情地直接，

以便回到這些故事本身那種極端的、幾乎難以忍受的暴力。有兩個理由：一個

是科學的，另一個我想是文學的，因為我們要的是非文學性，以便達到通過其

他手段獲得的文學性;還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我們相信歐洲和拉美以及很多其

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精心裝飾起來的暴力是如此強大，以致你根本無法

用純粹的觀念分析來瞭解它。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

後果簡直沒法相比。 

 格拉斯：這反映在你們的書中--採訪者常常被他得到的回答嚇得目瞪口呆，

以致老是重複自己或是思路被打斷，因為對方正在講述的事情，是以內心受苦



的力量表達出來的。採訪者沒有干涉，以突出他的權威，或強加他的意見，這

很好。但是，也許我應再解釋一下我先前提出的問題。我們兩個--你作為社會

學家，我作為作家--都是啟蒙運動的後代，這個傳統在今天，至少在德國和法

國，正被質疑，仿佛歐洲啟蒙運動的進程已失敗了或中止了，仿佛我們現在沒

有它也可以繼續。我不同意。我看到啟蒙運動的進程中有缺陷，有不完整的發

展--例如，把理性縮減至純粹技術上可行的東西。它開始時出現的很多想像力

的模式--這裡我想到蒙田--已丟失了數百年，其中包括幽默。例如在伏爾泰的

《老實人》或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這兩本書中，當時的環境也是可怖的，然

而，卻還保存著那種表現一個滑稽人物、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勝利人物的能力，

即使是通過痛苦和失敗。我相信，啟蒙運動脫軌的跡象之一，是它忘記了如何

笑，忘記了即使痛苦也能笑。在其進程中，失敗者的勝利笑聲被丟失了。 

  布林迪厄：但是，在失去啟蒙運動的傳統這一感覺與新自由主義視野的全

球性勝利之間，有著某種聯繫。我把新自由主義視為一種保守革命，這個術語

在德國的兩場戰爭期間被使用過--這是一種奇怪的革命，它恢復過去，卻把自

己打扮成進步，把倒退本身改變成進步的一種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

反對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這是我們兩個都在忍受的處境：我們隨時要被

當成過時者、"曾經"者、倒退者…… 

  格拉斯：恐龍…… 

  布林迪厄：正是如此。這就是保守革命、"進步的"復辟的巨大力量。就連

你今天說的一些話也受其影響--我們被告知，我們缺乏幽默。但是時代沒趣極

了!真的沒有什麼好笑的。 



  格拉斯：我並不是說我們生活在快樂時代。文學引發的地獄般的笑，是抗

議我們生活中的環境的另一種方式。你談到保守革命，今天以新自由主義面目

兜售的東西，無非是重返 19 世紀曼徹斯特自由主義的老方法，它相信歷史是倒

回的。在 50 年代、60 年代，甚至 70 年代，歐洲各地相對成功地嘗試使資本主

義變得開化。如果我們假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機靈、任性的

孩子，他們都可被視為對彼此實施一定的制約。就連資本主義也被迫接受和承

擔一些責任。在德國，這被叫做社會市場經濟，就連基督教民主黨人之中，也

存在一種諒解，即不能允許再出現魏瑪共和國的情況。這種共識在 80 年代初期

崩潰了。自共產主義統治集團崩潰以來，資本主義--改裝成新自由主義--感到

它可以跟暴亂賽跑，仿佛失控似的，再也沒有與之抗衡的東西。今天，就連剩

下的少數負責任的資本家也舉起警告的手指，因為他們看著工具脫離他們的控

制，看著新自由主義重複共產主義的錯誤--發表信仰文章，否認自由市場有任

何改變，宣稱絕無過失。天主教徒也以他們的某些教條走這條路，就像中央委

員會的官僚較早時做的那樣。 

  布林迪厄：沒錯，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於這個事實，也即它是由那些

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實施的，至少在歐洲是如此。施羅德、貝理雅、若

斯潘全都乞靈於社會主義，以便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使得批判性的分析遇

到極端的困難，因為所有辯論的術語都再次被掉轉過來。 

  格拉斯：已開始向經濟屈服了。 

  布林迪厄：與此同時，也很難對各個社會民主黨政府中的左派採取批判性

的立場。在我看來，我們面對的其中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如何在國際範圍創造

一股反對力量，反對各社會民主黨政府中的左派，這樣就有可能對他們施加真



正的影響。我們作為知識份子可以為這場運動貢獻什麼：這種運動絕對是根本

性的，因為--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相反--從歷史角度看，所有社會進展都來自

積極鬥爭。因此，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經常被稱為"社會歐洲"的東西，我們就

需要一場歐洲社會運動。我相信知識份子有重大責任去幫助形成這樣一場運動，

因為處於支配地位的制度的力量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知識的--存在于信仰的

王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敢說敢言：恢復對一種烏托邦可能性的意識，新

自由主義的重要勝利之一就是扼殺這種意識，或使它看上去像過時的。 

  格拉斯：或許也因為各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本身也部分地相信共產主義

的消亡便意味著社會主義消失這一論點。他們已失去對歐洲工人運動的信仰，

而事實上歐洲工人運動存在的時間遠比共產主義長。離開自己的傳統是投降的

一種形式，導致與諸如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稱符合自然規律的東西調和。 

  與此同時，很多知識份子吞下一切，但從中得到的只是憤慨。這就是為什

麼我懷疑不能只靠知識份子。在我看來，身為知識份子並不能擔保質素。對法

國的情況，我只能猜測，但是在德國，有些人在 1968 年相信自己遠比我左傾，

而現在我甚至必須把我的頭扭到右邊來看他們--準確地說，我看到的是極右。 

  布林迪厄：《世界的貧困》尋求給知識份子分配一項要比他們所習慣的職能

溫和得多但也有用得多的職能。就我在北美所見而言，公共作家是一個可以寫

作並把其技巧傳授給別人的人，表述他們比他更清楚的東西。社會學家的位置

非常特別。他們跟其他知識份子不同，因為他們之中大多數普遍懂得如何傾聽

和解釋別人對他們說的話，把它記錄成文字，再傳播開來。這種工作預先假定

一種在知識份子中間難得一見的能力，這就是去除他們常有的自我中心和自戀。 



  格拉斯：不過，與此同時，你又得向同情新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發出呼籲。

我注意到，在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這個範圍內，有那麼一兩個人，他們要麼由

於他們的知識份子性格，要麼由於他們受過啟蒙運動傳統的訓練，開始懷疑金

錢在全球如此不受約束地流通，從新自由主義內部爆發出來的這種瘋狂，是否

應不加反對地任由繼續下去：例如沒有理性或目標的合併潮，往往造成兩三千

或一萬人失去職位;股市只反映利潤的極大化。我們需要與這些懷疑者對話。 

  布林迪厄：不幸地，這個問題不只是抗衡某種被精心打扮成人人認同的智

慧的主導論述那麼簡單。要有效地打擊它，我們必須有能力擴散和傳播一種批

判性的論述。例如，我們在電視上對話，目的是要影響知識界以外的公眾。我

要在這面沉默的牆上打開一個缺口--因為它不只是一道金錢之牆--但電視是一

種非常模糊的東西：它既是使我們得以說話的工具，又是使我們不能說話的工

具。我們永遠都被主導論述入侵和圍攻。絕大多數新聞從業者常常不知不覺地

充當這種論述的共謀;打破這種一致性是很困難的。 

  格拉斯：我對敘述型小說的理解，永遠是--確切地說，從《鐵皮鼓》起--從

那些不創造歷史、但歷史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人的觀點講故事，他們是受害者或

兇手、機會主義者、旅伴、被追捕者。這源自德國文學傳統。如果我們只依賴

歷史學家的檔，肯定對勝利者所知甚詳;但是，失敗者的故事如果有，通常也寫

得很不足夠。文學在這裡擔當了某種補缺作用，在必要的時候介入，使沒有聲

音的人有機會說話。這也是你這本書的起點。 

  但你現在談的是電視，電視像所有宏大的機構一樣，已發展了它自己的迷

信--收視率，收視率的命令必須服從。這就是為什麼在重要頻道上，像這樣的

談話如果有，也是很少的，一般會出現在 ARTE(譯注：一個法德文化頻道)。就



連這次談話最初也是被北德意志電臺拒絕，然後不來梅電臺--狡猾地，就像弱

者往往會做的那樣：這就是這類事情滑稽的一面--才溜進來，讓我們一起坐在

我工作室的桌邊。 

  我們兩人都來自一個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傳統，這就是爭辯的傳統。兩個人，

兩種不同的意見，兩種互相補充的經驗。這樣，如果我們真正做出努力，就可

以談出點什麼。也許我們可以向電視這個摩洛神提出一個建議：請回到就一個

特殊主題展開批判性對話，像在爭辯中那樣，這是一種經實踐證明的形式。 

  布林迪厄：我想，我同意你的目標。然而，不幸的是論述的生產者--作家、

藝術家、研究者--必須有一系列非常特別的環境，才可以再次佔用他們的生產

工具。我刻意使用這些有些過時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因為，具有悖論意味的是，

今天的作家和思想家已完全被剝奪了生產和傳播的工具，對它們不再擁有任何

控制權，必須在簡短節目裡，用一切花招和詭計證明他們的論點。 

  格拉斯：不過，我們避免掉入抱怨的姿態。我們一直屬於少數人，當你審

視歷史進程，令你震驚的是少數人可以產生多麼大的影響力。當然，必須想出

某些戰術，尤其是計策，才可以使人聽到。例如，我覺得自己作為公民，就是

被迫去打破文學的一個基本法則："別重複自己!"在政治上，你得不斷重複，像

一隻鸚鵡，重複你知道是正確的並證明是正確的想法，這真是令人疲倦--你不

斷聽到自己的聲音的回音，結果是連自己聽起來也像鸚鵡。但這是這項工作的

一部分，如果你想在一個充滿不同聲音的世界找到任何聽眾的話。 

  布林迪厄：在你的著作中--例如在《我的世紀》中--我所欣賞的是你尋找表

達手段，以向一群數量很大的讀者傳達一種批判性的、顛覆性的訊息。但是，

今天的情況與啟蒙時代的情況非常不同。(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是一件武器，



它調動新的溝通工具，反對蒙昧主義。今天，我們必須與各種全新形式的蒙昧

主義作鬥爭-- 

  格拉斯：但依然作為少數人。 

  布林迪厄：--這些全新形式的蒙昧主義之強大，是進攻啟蒙運動的蒙昧主

義所無法比擬的。我們面對無比強大的跨國媒體公司，它們控制除少數領域之

外的一切。哪怕是出版界，也變得愈來愈難以出版高質素的書籍。這就是為什

麼我老在想，我們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由從事不同形式的研究的作

家構成--不管是科學作家或文學作家或任何其他類型的作家。 

格拉斯：是的，迴旋的餘地很有限。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使我很吃驚的事：

我從未想到我有一天竟會要求國家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德國，我們總是太受國

家約束，它站在一切制度之上。在更民主的控制下，發揮國家的影響力，是很

有道理的。但是，現在我們發現自己跑到另一個極端去了。新自由主義採納了

無政府主義最深刻的願望--當然外表上看不到絲毫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也即

完全把國家拋開。它的訊息是：去它的吧，我們將從這裡接管。在法國或在德

國，如果要實施任何必要的改革--我說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措施--那麼除非私

有工業對低稅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及除非得到經濟同意，否則什麼也不會發生。 



 

  布林迪厄：這剛好是把我較早時說過的話倒過來說。我們被悖論地引向捍

衛並非完全可捍衛的東西。但是僅僅要求回歸"更國家"夠嗎?為了避免掉進保守

革命設置的陷阱，我想我們必須發明另一種國家。 

  格拉斯：我強調一下，以確保我們不會彼此誤會：新自由主義理所當然只

想擺脫國家那些影響經濟的活動。國家應該召集員警，加強公共秩序--這些不

是新自由主義的事。但是如果國家被剝奪了管制社會階層的權力，以及被剝奪

了對那些被排斥在生產程式以外或尚未加入生產程式的人士--不僅是殘疾者、

兒童或老人--的責任，如果某種形式的經濟擴張可以通過逃入全球化來躲避任

何責任，那麼社會就必須透過國家的干預來恢復福利和社會供應。不負責任是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組織原則。 

  布林迪厄：在《我的世紀》中，你描繪了一系列歷史事件，其中有一些令我

感動。我想到那個小男孩的故事，他到李蔔克內西發表講話的集會上去，在他

父親的脖子上撒尿，這肯定是一種發現社會主義的極具獨創性的途徑……還有你



對海德格爾的評論--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共通點，因為我曾撰文對海德格爾的言

論進行過批判性分析，他的言論在法國造成嚴重破壞，直到最近。 

  格拉斯：法國知識份子對榮格和海德格爾的著迷，令我覺得好笑，因為它

把法國和德國互相支持的陳腔濫調顛倒過來。這種曾在德國造成致命後果的糊

塗思想，在法國竟會如此受推崇，實在荒誕。 

  布林迪厄：確實如此--就拿我自己來說，由於我毫不含糊地反對這種對海

德格爾的新狂熱，所以非常孤立。在一個一頭撞進現代主義的蒙昧國家，做一

個試圖恪守啟蒙運動信仰的法國人，真是毫無樂趣可言。在我眼中，一個法蘭

西共和國的總統竟然為榮格塗脂抹粉，實在是可怖的事。 

  舉一個手邊的例子。恩斯特·凱西雷爾是啟蒙傳統最偉大的繼承者之一，但

在法國知音很少，而他的重要對手海德格爾則無比成功。這種法德互換位置的

情況，一直使我不安：我們怎麼可以肯定，法德兩國不是把它們最沒吸引力的

方面綜合起來了?我總是覺得，基於某種歷史諷刺，法國人拿德國最糟糕的東西，

德國人則拿法國最糟糕的東西。 

  格拉斯：在《我的世紀》中，我描寫一個教授，他在 30年後的星期三討論會

上反省學生時代對 1966 至 1968 年間各次事件的反應。那時，他出身於海德格

爾那條路子的崇高哲學背景，最終他又回到這種哲學。但是，在這中間，他曾

捲入激進主義浪潮，成為那些公開揭露和攻擊阿多諾的人士之一。這是對那個

現在被簡稱為"1968"的時期的非常典型的描述。 

  我當時夾在所有這些事件的中間。學生抗議是有理和必要的，並且其取得

的成果要比 1968 年那場假革命的代言者願意承認的多。那場革命並沒有發生，

它沒有基礎，但社會確實轉變了。我在《蝸牛日記》中寫到，當我說進步是一隻



蝸牛時，我怎樣遭到嘲笑。口頭上大躍進當然可以辦到，但是你躍過的那個階

段，也即處在你下面的那個社會卻不慌不忙，根本不想趕上去;你躍過社會，接

著，當社會的情況反擊你的時候，你大吃一驚，把它稱為反革命--用當時就已

搖搖欲墜的共產主義愛用的一個詞。人們對這點不瞭解。 

布林迪厄：在 1968 年的運動中--就像在所有這類運動中一樣--實際上有幾種革

命。有一種高度可見和火紅的革命，其特點頗有象徵性和藝術性，外表上很激

進，由後來變得非常保守的人領導。接著，在較低的層面上，有另一些人，他

們的要求在當時被認為是改良主義的--以及可笑的，他們要求改變教育方法、

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有非常溫和但實際的目標，並遭到如今成為保

守派的那些人的鄙視。 

  格拉斯：在 1970 年代期間的德國和北歐，漸漸出現一種意識，認為如果允

許經濟按當時的樣子繼續開採自然資源，環境最終就會被摧毀，生態運動應運

而生。但是各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一如既往，仍然只集中于傳統的社會問題，

完全繞過了生態問題，或把它看成有悖於它們的要求。左派工會主義者在其他

方面都是進步的，唯獨相信一旦提出生態問題，就有可能失去職位--這種看法

一直持續到今天。如果我們希望右派、新自由主義善用他們的才智，清醒過來，

那麼也應同樣希望左派如此。必須明白，生態問題是不能與工作和就業問題分

割的，所有決定都必須有利於環境。 

  布林迪厄：對，但是你關於生態主義者的這番話，也同樣適用於社會民主

黨人。社會自由主義、貝裡雅主義、第三條道路--這些假髮明全都是詭計，旨

在使被支配者把支配性權力的支配性觀點內化成他們自己的觀點。歐洲人在內

心深處以他們的文明為恥，再也不敢維護他們的傳統。這個過程開始於經濟層



面，但逐漸擴展至文化領域。他們以自己的文化傳統為恥，他們對捍衛自己的

傳統懷有一種罪孽感，這些傳統被當作是並被指責為過時的--在電影中，在文

學中，在其他領域。 

  就說文化問題吧：當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很高興，不僅因為它授予

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而且因為它授予一位敢說敢言、捍衛可能被其他人視為落

伍的藝術取向的歐洲人。 

  格拉斯：就諾貝爾文獎本身而言，沒有它我也活得好好的，而我希望有了

它我也可以活。有些人說"終於"，另一些人說"太遲"，但我很高興它在我這麼

大把年紀、已過了 70歲的時候被授予我。假如一位較年輕的作家，譬如說在 35

歲左右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會是一種負擔，因為這樣一來期望會太高。如

今我可以抱著嘲弄的態度談論它，然而又是快樂地對待它。 

  我們應該提出一些不容易被忽略的建議。大電視臺也對誤導性的收視率崇

拜無所適從。我們應該提供一點幫助，使它們走上正確的方向。在德法關係上

也理當如此，兩國互相傾軋，幾乎使對方流盡最後一滴血，世界大戰和回溯至

十九世紀的歷次戰爭給它們留下的傷口至今還可以看到，它們做出各種辭令上

的努力，希望和解。你會突然明白，分隔我們的不只是語言障礙，而且是其他

一些較少為人知的因素。我已經提到一點，也即我們甚至不能認識到共用歐洲

啟蒙運動的進程。在民族國家占如此主導地位之前，事情是不同的。法國人注

意德國發生的事，反之亦然;例如歌德翻譯狄德羅，兩國的一些團體之間有一定

程度的溝通，兩國的少數人都反抗各自的審查制度，力圖傳播啟蒙思想。 

  現在是重建這些聯繫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把歐洲啟蒙運動留給我們的--以

及它後來未能發展的--思想傳下去。除了以啟蒙運動的方法來改革啟蒙運動，



做出證明是必要的修改，別無其他選擇。雖然我們公開譴責新自由主義的霸道

及其不負責任的領域是正確的，但我們也應考慮我們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出了什

麼差錯。就像我已經說過的，處於後期形式的資本主義和處於初期形式的社會

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產兒，不管怎樣，他們需要再次坐到同一張桌邊。 

  布林迪厄：我覺得你有點兒樂觀。很不幸，我不敢肯定這個問題可以這樣

提出來，因為我認為目前使歐洲不勝負荷的各種經濟政治力量是如此沉重，已

把啟蒙運動的遺產置於危險境地。如果我們要阻撓我們更普遍地與"啟蒙運動"-

-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以及對這種進步的控制--聯繫在一起的東西被摧毀，我們

就必須克服這個障礙。我們需要發明一種新的烏托邦主義，根植於當代各種社

會力量，為此--冒著貌似鼓勵回歸老一套政治視野的風險--必須建立新型的運

動。現存的工會是過時的組織形式，如果它們要實現目標，就必須變革、改造、

重新定義，必須國際化、全國化，建基於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 

  格拉斯：你的建議是一種烏托邦。這等於是在根本上改革工會運動，而我

們知道，要改變那個機器是何等困難。 

  布林迪厄：但這是一種我們可扮演一個角色的烏托邦。例如，法國的社會

運動與數年前相比，影響力大減。傳統上，我們的運動具有一種強烈的工人觀

點，對知識份子懷有很大、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的敵意。如今，由於它陷入危機，

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更加開放，更加願意對批評做出回應，也變得更加

深思熟慮。突然間，它更加隨時準備歡迎針對我們社會的各種新式批評，這其

中也包括對它的批評。這些批判性的、有反省力的社會運動，在我看來就是出

路。 



  格拉斯：對此，我有所懷疑。我們兩人都到了這種年紀，可以保證只要健

康允許，我們將繼續敢說敢言。但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不知道法國的情

況怎樣--我猜好不了多少--但是在年輕一代的德國作家中，我幾乎看不到有繼

續發揚敢說敢言、敢於承擔的啟蒙運動傳統的傾向或興趣。如果沒人來接替我

們，那麼，完全可以說，屬於歐洲一個優秀傳統的這一部分，將會喪失。 

(黃燦然翻譯) 


